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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苏州顾文彬家族的社会融入与身份重塑

王 晗
1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苏州顾文彬家族在清代中晚期先后经历了“因贾致富、贾而好儒、由贾入儒”的社会身份转型过

程， 与此同时，顾氏家族的职业经历与生存空间的地理流动紧密相关，并由此出现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社会阶层

地位的垂直变动以及为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而付出的诸多努力。从社会融入、地理流动和身份重塑的视角，

来探讨江南士绅阶层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怎样的行为举措来谋求自身阶层的上升空间，继而固化新阶层的稳定性，

已成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江南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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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是人们通过地理流动进入城市的根本动因，在城市中获取更优质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则是人们相互间关系

的根基构建。职业身份的定位与变更、社会地位的整合与重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遂成为城市居民彼此间构建社会关联、

纽带与组织的关键所在。明代中期以降，由于江南地区“腹地人口密集”,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体系相对健全，“为农户和高级

市场之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如此良好的运输和交往环境”
1
,因此，以苏州为核心，所属府、州、县为架构，繁星点缀的市镇群

体和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2
,而且“市镇的广泛性成长更甚于集约性成长”

3
。与之相应地，大量外来工商业人员的持续性涌入逐步

演化为这一时期江南城镇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安徽籍商人顾文彬先祖移驻苏州，并以生存空间的地理流动和社会身份的重

塑来迅速融入、适应当地社会，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事例。

目前，学术界对于顾文彬家族已有较多相关研究。
4
以往学者多从鉴藏史、文学史、社会生活史等视角来考察顾氏家族及其

书画收藏品鉴、文集、曲会等家族性的文化活动，并希冀通过对地域文化重建力量和群体层面的分析，来揭示相应时代背景下

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群体状态。这一研究理路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学术探索中，虽因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内容(过云楼和

怡园)的特殊品质、研究方法的技术处理的不同而略有区别，但研究结论多有殊途同归之感。而顾氏家族为何会要进行社会身份

的重塑?为了做到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位付出了怎样的努力?甚至通过“以藏治学、以藏会友”等家族性文化活动来重建苏州文化

力量和群体的意图又是什么?解决上述问题尚需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式，进行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判读和研究。本文试图从身份

重塑、地理流动和社会融入的视角，来探讨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江南士绅阶层社会身份的演变过程和在谋求自身阶层上升空间

的过程中，他们为提高新阶层的稳定性所从事的行为举措，以及这些举措对于清代中晚期苏州城市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

一、徽商入苏：顾氏先祖早期身份判读

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水稻、茶叶等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手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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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在经济功能型城市中获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地，这些城市的经济地位与区位吸引力得以进一步凸显，其中，苏州的经济

功能优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苏州无论是在行政等级中还是在‘自然’的手工业和贸易体系的等级中都是最重要

的城市。”
5
苏州区位优势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外来资本逐渐加持；外来移民的定居化和外来资

本的汇聚，则促使苏州在承接传统经济优势的同时，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
6

作为迁居苏州的安徽籍商贾顾文彬家族，据采访称，其“祖上是经商的……是元末明初从安徽迁到苏州的……一直经商、

贸易，从太仓出去做棉布生意、丝绸生意”
7
,由此推断顾氏先祖有可能为具有一定财富资本的商贾。但至乾隆年间，顾文彬曾祖

粹安公顾广居时，顾氏家族大多在所参与的安徽籍商贾的商业活动中，“出佐会计以修脯分供堂上甘旨”。此外，顾氏先祖“世

居苏郡桃花坞”
8
,该地自元明以降多为士子隐居之地、民众踏青访古之所。至清代初年，由于“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

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
9
。由此直至康熙初年，桃花

坞一带仍为兵营屯集所在。
9
在乾隆《姑苏图》中，桃花坞东侧尚有“西大营门、营房巷、西教场桥”等地标标识，具体如图 1

所示。

从图 1所标识的内容来看，受明清之际战乱和清初“封民居以驻防”的影响，直至乾隆中期，桃花坞及其周边多为苏州城

区内相对荒僻之地，其中，基地、高墩、水池等无主荒地多有标识。此外，尽管乾隆《姑苏图》中桃花坞附近也有钱江会馆、

北街、新善桥巷、桃花巷、宝城桥、桃花桥、新桥和新善桥等地标，但除却钱江会馆为杭州丝绸商贾新设货物屯集之地外
10
,其

他地面标识皆为古城旧有街巷、桥梁，仅作当地民众生活起居之用。因此，这一带虽然是靠近阊门的富庶之地，但与中市街沿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3

途街市的繁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顾氏先祖之所以选择桃花坞作为世居之地，一来是顾氏先祖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

商贸活动中，仅靠“会计”职业身份以获取酬资来维持生计，在“遇有不给”之时，尚需“先祖妣以针黹之资益之，深得堂上

欢”
11
;二来是桃花坞和阊门之间的有效行为距离在 0.6～1.5 公里之间，步行可在 9～20 分钟之内到达目的地，这样的距离有助

于顾广居父子及时获取商业信息，通过常规性的地理流动来开展必要的商业行为；第三则是顾氏先祖的社会身份当长期属于“普

通的自食其力的城市平民阶层”
12
,尚无力另置房产，以至顾氏家族在桃花坞的生活模式为“先祖昆季皆同居”,生活空间“共老

屋九椽而已”
13
。不过，顾氏“三代同堂，一门雍睦，不觉居室之湫隘也”

11
。

顾氏家族尚可维系的生活境况所产生的社会关联网络相对单一，呈现为以家族成员为核心，因同乡生意的职业关系、邻里

关系而结交的城市中下阶层关系。这样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关联网络，实际仍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之上的。通常来看，血

缘与地缘往往被认为是构成乡村社会的根基或核心要素，二者在城市社会的初时构建过程中也发挥一些关键性作用，但绝非成

熟型的近代化城市社会之根基。故而顾氏家族在此阶段尚未融入苏州城市原居民的社会中，而是依附于徽籍商贾资本，仍属于

从苏州城市的寄居民向原居民的过渡时期。

二、转型与抉择：顾氏家族的职业变更

明清时期，徽籍商贾融入苏州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商业资本的多寡、经营理念的优劣、社会身份的高低以及上述三种情

况互为叠加而出现迥然有异的生存、发展轨迹。如大阜潘氏，原为徽州商贾世家，清初迁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努力，通过婚

姻、交易、思想与情感交流等，建立起社会关联，逐步融入苏州地方社会，至乾嘉以后逐渐成为苏州颇有名望的科第世家、官

宦世家、积善世家和苏州酱园业的行业领袖
14
。又如阊门外桐溪浜朱氏，和大阜潘氏家世略近，同为徽州商贾世家，自清初由朱

陵始“徙居苏州之阊门”,至第三代朱研(字子存)时，弃商从儒，“君性颖悟，山水篆隶不甚学而能，诗亦如之”。朱研在文学

方面的造诣颇深，并影响到朱氏子孙，如“君之从子适庭以诗词称吴下，从子凌霄、芝田及适庭之子孟容、仲林，皆能操觚染

翰，与当世词人名士往还，至君之子肃征，尤风仪朗俊，世目为神仙中人”
15
。由此，自朱研至朱汉倬、朱士廉等数代在乾隆年

间“以经义、诗、古文、词相契好者”汇集诗友、画师、琴客、方外等二十余人在当时的吴下文坛颇负盛名。然而由于自朱研

以下数代仅为县学生或监生，多不入仕途，原有的财富为之耗费，以致乾隆二十八年朱研去世时，朱氏族人竟因“贫不克葬，

丐诸亲友，始得窆于灵岩山”
15
。

顾文彬家族在顾广居、顾鉴父子时期的财富积累不能和徽籍商贾潘氏、朱氏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依顾氏家族当时的生

活境况和社会关联网络，在乾隆、嘉庆两朝国力处于鼎盛之时，其所积累的财富仅可维持家族日常之开销，其社会身份可能会

缓慢地从寄居民向原居民过渡。一旦国运不济，顾氏所赖以徽籍商贾资本运行不畅，抑或家族中亲属突发状况，便会导致家族

生存难以为继。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后，顾文彬大伯祖星洲公(名讳不详)、曾祖顾广居先后亡故，顾文彬祖父顾鉴开始执掌

家业。在此之时，正值乾隆盛世，中产之家的财富观和择业观逐渐趋于多元化。16 在此背景下，顾鉴借助父兄数十年积累的社

会关系和财货，放弃家族常年执业的“会计”行当，转而在商贾聚居的阊门外南濠街开设油行，以图改变现状，谋求家族生活

境况的好转。

为了确保油行生意更为有序地开展，顾鉴先后徙顾氏家族于南濠街盛家巷、由斯弄。由此，顾氏家族的生活空间由苏州城

内的偏僻之所转移到了“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的南濠街一线。
17
该地区地处胥江和南濠的

交汇处，是沟通苏州和外界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时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运河即古之邗沟，自嘉兴石塘由平望而北绕府

城，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
18
。水运的繁忙，使得南濠一带自明中叶时即为繁华之地，时人曾言：“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

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盛。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枫桥尤为商舶渊薮。上江江北菽粟、棉花大

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停桡解维，俱在于此。”
19
至晚明之时，顾炎武曾对苏州，尤其是对南濠一线有着更为形象的评论，“西

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
20
。这一盛况虽经明清鼎革之际战乱的影响有所衰退，但

至康雍乾之时又得以恢复如初，至乾隆年间，“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集，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之所见者广，所习者

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
21
。而“四方百货之所集”的南北货行市多在南濠，该地“川广海外之货萃焉，参

苓、药物亦聚于是”
22
。顾鉴兴业、置家于此，为顾氏家族财富积累、迅速融入苏州地方社会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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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中，我们不难看出，盛家巷
23
、由斯弄

24
地处南濠与胥江的交汇处，和胥门码头隔河相望。我们以光绪三十四年《苏

州巡警分区全图》为基础，结合乾隆《姑苏图》、同治《苏城地理图》,对胥门及其周边地区的重要场所进行标示。在胥门以内，

标有按察使司署、巡抚部院署、守备署、苏州府署、长洲县署等官府衙门，正谊书院、紫阳书院等官办学校，两广会馆、江西

会馆、浙绍会馆等商贾的集散之地，另有都城隍庙、关帝庙、观音庵等宗教祭祀场所。可谓“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

役厮养。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
25
。在胥门以外，虽有万寿亭、接官厅、姑苏驿站等少量官署机构，但主要为三山会

馆、浙宁会馆、金华会馆、嘉应会馆等商贾汇聚之场所。此外，胥门是阊门以南沿胥江直接通向太湖的城门，这一带通常被认

为是阊门以外地区的延伸部分，盛家巷、由斯弄等街巷可以被视为阊门之外二十三条街巷向南延伸的部分。
26
因此，胥门外的商

贸市场不仅是联系苏州与无锡、嘉兴、杭州等重要城市的枢纽，而且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与诸多府城之间各级市镇的商贸往来。

顾鉴正是依托有利的地理位置，借助苏州阊门外得天独厚的市场资源，“行运渐丰”。而渐入佳境的油行生意利润所得，被顾

鉴、顾大澜父子致力于四个方面的资金投入：其一是顾大澜于嘉庆十年(1805)前后弃儒学贾，扩大家族生意，“府君精于会计，

先祖依赖甚力”
27
;其二是抚养长兄星洲公的两名幼子，“先祖悯其失恃，絜之同居”

28
;其三是改善家族生活环境，继嘉庆初年

买屋于南濠盛家巷之后 27,又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于盛家巷南侧的由斯弄置办“六十余椽”的房产
29
;其四是“改置田产，为

先祖觅茔地”
27
,实现资金分流，降低行业投资风险。经过嘉庆年间顾鉴、顾大澜父子的努力，顾氏家族初步实现了由被雇佣的

城市平民身份向中等商贾身份的转型。

水运条件的便利、商贸市场资源的得天独厚，一方面使得“南壕为南北都会，市廛皆比栉次鳞，左右无隙地”;但同时也会

带来一定隐患，“每火作则汲道不通，炎炎莫可救”。
30
虽有徽籍商贾捐资数千缗“辟廛居左右各一丈”以防备不时之虞

30
,但火

灾问题仍时有发生。
31
顾氏家族便因柴房失火导致宅院尽毁。道光二年(1822)壬午五月，顾鉴因病去世，顾大澜“衰毁尽礼，嗣

因会计事烦，无人佐理，遂辍业改置田产，为先祖觅茔地搜山访水，足至重茧。久之得吉壤于下沙塘北石桥，方是办茔土”
11
。

在此期间，顾大澜厌倦并放弃经营多年的油行生意，通过大量购置田产，试图转型为依靠田地收取地租的城市地主。然而道光

三年(1823),因家中柴房失火，顾氏族人情急之下争相扶顾鉴灵柩而出，家中仅存“厅事数楹暂为栖止”
12
。嘉庆年间顾鉴、顾

大澜父子积累的财富尽毁于火，迫使顾大澜于道光五年举家迁居闻德桥浜，“与江畹兰合开布号”,采用前店后家的形式，“以

内屋住家，以大厅及东落住号中各友”,以图通过转换经营方向来谋求家族生活境况的再次改善。但是由于道光年间，“岁不比

登，万金之田息微税重，势不能支，因减价售去。而布号复连年亏折，府君乐善好施，宗族戚友待以举火者，周恒贫乏有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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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告贷者踵接于门，或值匮乏，则典质以应之。由是家计大落，即布号亦不能支矣。十六年丙申迁居桐溪浜，十七年丁酉复

迁居于申衙前”
13
。至此，顾氏家族由阊门外商贾汇聚之地又迁入城中居住。

顾氏家族在道光年间的生活空间先后为由斯弄、闻德桥浜、桐溪浜和申衙前。其中，闻德桥浜在闻德桥下，该桥系苏州旧

有桥梁，正德《姑苏志》载，闻德桥属“城外桥二百七十二”之一，与渡僧桥、普安桥、通济桥、洞泾桥、白莲桥俱为上塘街

诸桥。
32
同治年间，由苏省舆图局绘制的《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舆图》和《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舆图》皆有该桥的准确位置标识。

至抗日战争时，闻德桥及附近朱家庄毛家桥下塘青孝桥，均被毁填埋。其具体位置如图 3 所示。

据同治《苏州府志》载，“府城外长洲县治桥”中，“闻德桥，在石牌巷西，国朝乾隆二十三年重建”。
33
自该桥至杨家桥

(北堍属无锡),“俱阊门外官塘至无锡县交界”,也是沟通苏州与无锡方向市镇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
34
此外，在阊门外闻德桥

内的朱家庄附近，由于地面较阔，每至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

元都相埒”
35
,“且四时无寥落之日”

36
。因此，顾大澜以闻德桥浜为重新置业的复起之地，也是看中其地理位置优势。

桐溪浜，苏州阊门外旧时地名。查明清苏州方志，阊门外无桐溪浜的地名名称，相近地名有桐桥浜和桐泾浜。其中，关于

桐桥浜，道光《苏州府志》载有张光绪妻吴氏的殉夫事，其中，张光绪家住山塘桐桥浜
37
;又，同治《苏州府志》载，“桐桥，

即古胜安桥，原名洞桥，在白公塘”
38
。查相关历史地图，民国《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 年，比例尺不详),桐桥东侧为桐桥

湾 39;在《最新苏州地图》(1938 年，1∶10 000)中，桐桥西侧为桐桥西圩，该桥东侧为桐桥东圩。
40
因此，桐桥浜当在桐桥东

侧或西侧，且在东侧的可能性最大。关于桐泾浜，民国《吴县志》中记“诚善堂，在阊门外桐泾浜”
41
。在同治年间苏省舆图局

绘制的《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舆图》和《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舆图》中，则有一处桥梁的两个名称“同泾桥和桐泾桥”
42
。在《苏

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 年，比例尺不详)与《最新苏州地图》(1938 年，1∶10 000)中，上塘街的西园寺南侧皆标识为“洞泾

桥”,该桥现名为桐泾桥，吴语方音中，洞同桐声韵相同
43
,制图者或因避讳改“同”为“桐”,或因避俗趋雅之好，改“洞”为

“桐”。桐桥浜当在桐泾桥东侧，具体如图 5-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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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溪浜的具体地点通过历史地图比对和方志材料查询尚不得要领，桐桥浜和桐泾浜最为接近，但尚需商榷。在嘉庆《吴门

补乘》中偶得“朱莅恭《雅材堂初稿》,字肃征，休宁人，寓居阊门桐溪浜，弱冠能诗”
44
。由于朱莅恭乃乾隆时名冠吴下的诗

文家，应该可以和苏州本地风雅之士多有诗文会友的雅事，因此从朱氏日常交从甚密的友人吴企晋、沙斗初、张昆南来看，他

们皆居西郭，和朱莅恭所居桐溪浜相去数百步。
45
如此一来，只要能够查到吴企晋、沙斗初、张昆南三人的住址所在，就可以得

出桐溪浜的具体位置。查王昶编纂的《湖海诗传》可得，“沙维杓，字斗初，长洲人”,“斗初与张昆南皆居下津桥，自号‘两

布衣’”。
46
下津桥，又名通津桥，位于阊门外枫桥路，跨上塘河 47,目前尚存遗迹。从图 3—图 5 标识内容来看，下津桥在白

莲桥北，靠近上塘街。从下津桥向东 700 余米，即为闻德桥、桐泾桥(洞泾桥),而桐泾桥下则为桐泾浜，亦可判读为桐溪浜。该

地位于桐泾桥(洞泾桥)和闻德桥之间，当为顾大澜经营布号生意亏折歇闭后临时赁居之地。
48

申衙前，原属苏州府北贞五图
49
,因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宅第在此而得名。该街巷与郡庙前、朱明寺前在民国十七年(1928)

全面拓宽，统称景德路，取名于景德寺。其中，中街路至黄鹂坊桥段为申衙前
50
。申宅，“在黄鹂坊桥东，今犹名申衙前，中有

宝纶堂。后裔孙继揆筑蘧园，中有来青阁，魏禧为之记。其地先为景德寺，后改学道书院，再改为兵备道署，又废而为文定公

宅。清乾隆间，刑部郞蒋楫(字济川，号方槎)居之，掘地得泉，号曰飞雪，蒋恭棐记之。后归太仓毕尚书沅，继为孙建威伯士

毅宅。道光末，归汪氏，更名环秀山庄(即耕荫义庄)”
51
。文中所提及的“孙建威伯士毅”为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孙士毅(1720—1796)
52
。至道光年间，孙氏子孙将故宅先后以典金的形式典出，其中，“大厅、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以

典价五百千文的价格典给顾氏家族居住
53
。

通过对盛家巷、由斯弄、闻德桥、桐溪浜和申衙前等五个地图标识的考释，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顾氏家族为改变家族生

存状态所做出的努力。顾鉴、顾大澜父子在主持家业之时，为降低异乡生存的风险，积极利用社会身份和生活空间的改变来应

对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他们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桃花坞搬移至水陆环境便利、“四方百货之所集”的

南濠盛家巷、由斯弄一带。在这里，他们完成了社会身份的第一次转型，即从传统城市基层平民向略有资本的商贾转变。这种

转变不仅带来顾氏家族生活境况的提高，而且推动了顾鉴、顾大澜父子在城市社会中向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流动。这实际上可

以视为徽籍商贾整体在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在不影响现存社会结构层次的前提下，通过社会身份的重塑和社会地位的

抬升，客观上对清代中期江南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施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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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顾鉴的骤然离世导致顾氏家族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原有的发展轨迹发生“灾变”,“连续性”被打破
54
,并有可能影

响到顾氏家族的社会融入进程。具体表现有三：第一，顾鉴自患膈噎症直至亡故不及半年，顾大澜“衰毁尽礼”,短期内无法摆

脱丧父之痛，这对于朝夕万变的商贸市场活动而言，颇为不利；第二，油行生意通常为顾鉴、顾大澜父子共同决策，顾鉴的去

世，使得家族生意的管理层运转不畅，加之顾大澜“因会计事烦，无人佐理”,故而“辍业改置田产”;第三，因柴房失火导致

顾氏家族产业损失惨重，“家之中落始于此矣”。危机之下，顾大澜曾迁居闻德桥、桐溪浜，并耗费十余年精力和财货投入到

布号生意，但终以亏损歇闭、典居城中申衙前而暂告一段落。上述情形所体现出的家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对顾氏家族在城市

中社会地位的流动造成较大影响。

三、由贾入儒：顾文彬社会身份的考察

顾鉴、顾大澜父子在积极融入苏州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曾经试图通过三种社会身份的重塑来予以实现。第一种社会身份是

经营油行、布号的商贾身份，第二种社会身份是改置田产、收取租银的地主身份，第三种则是从事儒学、备战科举的士子身份。

其中，商贾身份虽经顾鉴、顾大澜父子的努力，一度获得成功并改善家族生活境况，但最终归于没落。而顾大澜投资田产改做

地主的尝试，由于“岁不比登，万金之田息微税重，势不能支”,以至于出卖田产，“减价售去”
55
。三种社会身份的尝试之中，

尚可实现的，仅有从事儒学、备战科举的道路。不过，好在顾氏家族自顾大澜始，便对儒学经典颇有相通领会之才 56,加之徽籍

商贾素有“贾而好儒”的传统
57
,“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

58
,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各种智慧和养分。当然一旦经

商致富获得生活境况的改善后，徽籍商贾家族会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即所谓“有功名教”是也。
59

在这样的家族期许之下，顾文彬在九岁时即开蒙受教。道光十一年(1231),顾文彬中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顾文彬中进

士。
60
此后，顾文彬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郎中、湖北汉阳府知府、武昌盐法道员、浙江宁绍台道员，后封荣禄大夫。其

实，在顾文彬任刑部主事期间(咸丰初年),顾大澜已将家族从申衙前迁至铁瓶巷，转租王姓屋宇。
61
至同治三年(1864),顾文彬在

太平天国战争后，从上海迁回苏州铁瓶巷旧居。在上述官宦生涯中，顾氏也曾有过在同治九年(1870)前后的起复候缺期间，时

常来往于北京德宝斋、博古斋、松竹斋、隶古斋等，掌握古玩书画行市的相关信息，兼做“贩书画客”等商业交往活动
62
。不过，

在顾文彬看来，这不仅能够减轻日常消费的压力，还可以在焦灼的候缺期盼中聊作雅趣以自娱
63
。除此而外，顾氏多在铁瓶巷家

中从事“家务宗事”,“清厘故业，抚助族姻，不复作出山计”。64 从《顾文彬日记》来看，顾氏多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正常的

交往，不即不离，既不疏远，又不过于近密，基本上循规蹈矩，在官府的允准下，展开社会活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兼以从

事诗文唱和、金石赏鉴收藏雅事。
65

在家族事务中，光绪初年，尚在浙江宁绍台道任上的顾文彬返回故里，先购得苏州城阊门外刘蓉峰“寒碧庄”外园，后转

给盛康建园。顾文彬另“建春荫义庄，辟其东为园，以颐性养寿，是曰怡园”
66
,置办宗族义田，下设庄田，并建顾氏祠堂“湛

露堂”数十楹。顾文彬对于家族事务上的投入，为顾氏家族的维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三子顾承所主持的年度祭祀仪式的

“合法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顾文彬家族很好地融入了苏州城市社会。而过云楼和怡园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达到

确保顾氏家族延续、发展的目的。

在社会活动中，顾文彬着力于兴建过云楼、怡园以结交地方士绅名流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以结交地方官员两个方面。在“兴

建过云楼、怡园以结交地方士绅名流”方面，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人口巨量损耗，乡村经济蒙受损失，地方驻防逐步

恢复和重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深度变革
67
。李鸿章在奏疏中曾言“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各厅县

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
68
。冯桂芬

估计战后苏南地区“孑遗余黎”,多者不及旧额的十分之三四，少者不及旧额十分之一
69
。其中，苏州府在道光十年(1830)的丁

数为 3 412 694 丁，同治四年(1865)仅存 1 288 145 丁
70
,三十五年间丁额减少 62.3%。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前传统的商业区阊门

外，在战争期间所受毁坏更为严重，这从客观上促使观前街由经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而使苏州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心的

地位重合，观前街遂成为苏州的中心街区。同时，地方士绅在战后力图恢复昔日景象，以至于各私家园林景观开始重新建设。

如时任江苏按察使李鸿裔着手修缮的“网师园”、原湖北布政使盛康扩建的“寒碧庄”、时任江苏巡抚张树声整修的“沧浪亭”、

沈秉成复建的“耦园”,另外还有俞樾“曲园”、洪鹭汀“鹤园”、吴云“听枫园”等。诸多私家园林中，过云楼和怡园地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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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街，遂为顾文彬与俞樾、吴云和李鸿裔等地方名流的聚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71
此外，顾文彬“在退隐后游观怡园的聚会中

罗织和加强了与地方精英阶层的网络建设，顾氏的私人文化活动‘以藏会友’,不断地促成与吴中士绅阶层的普遍联系，而苏州

名流们的频繁造访使得怡园在诗文赞颂之中‘营建’为地方士绅群体雅聚集会的中心之一”
72
。可见，顾文彬的诗文交往，不仅

有助于顾氏家族整体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升，更在无形中构建了相对稳固的地方士绅群体。

在“以藏治学、以藏会友”之外，顾文彬在致仕之后，多配合地方官员处理各类地方公共事务，并在参与过程中，与各级

官员均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处置丁戊奇荒捐赈事务、苏州当地赈济救难时为政府当局出谋划策，甚至亲力亲为，揣度前后情

节，主持捐赈事宜。
⑤
更有顾氏长期主持育婴堂事宜，尤其是在顾文彬致仕居家时，苏州育婴堂已由程藻安董理，顾文彬对于董

事的推举、经费的筹措、捐款的提供，以至堂董与摊捐者的纠纷等仍具话事权。
⑥
可以说，在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顾文

彬并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退隐家中不问世事，反而以其干练的处事能力，将其苏州地方士林领袖和地方缙绅的社会身份进一步

稳固。因此，上述这些家族活动、社会活动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更能体现出顾文彬围绕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社会

身份重塑，以求社会地位的长期维持和延续。

四、结论：理性抉择与社会流动

顾文彬家族在清代中晚期为融入苏州地方社会，先后经历了“因贾致富、贾而好儒、由贾入儒”的社会身份转型之路，这

条道路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更加符合顾氏家族的地缘性惯性思维的发展道路。虽然同样地缘的其他徽籍商贾在相似的进程中，或

有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或有看似平稳却有暗潮涌动的不归之路，抑或有一帆风顺的康庄之行。但地缘关系之下，谋求生存与

发展成为顾氏家族提升血缘凝聚力，在社会身份的重塑中进行理性抉择。与此同时，顾氏家族的职业经历与生存空间的地理流

动紧密相关，顾文彬祖父顾鉴主持家业时，从世居桃花坞前往阊门外南濠盛家巷、由斯弄，这不仅仅是一种因职业变更而出现

地理流动，更应该视为徽籍商贾在转型期中必要的生存风险承担。这种生存风险承担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

社会阶层地位的垂直变动。尽管由于柴房失火而致产业受损，但顾大澜举家再次从由斯弄迁往闻德桥、桐溪浜一带，通过与人

合作经营布号来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以及相应的生活境况。

在此过程中，徽籍商贾“贾而好儒”的传统理念在顾大澜、顾文彬身上得以继承和发展，顾大澜虽因协助顾鉴经营油行生

意而半途放弃儒学深造，然而“好儒”的思想促成顾大澜寄希望于顾文彬，期冀顾文彬可以通过“由贾入儒”来实现家族社会

地位的稳定和进一步提高。顾文彬先后中科举，入京为官，充任各级地方官吏，并最终在同光之际，通过“以藏治学”来教养

子孙治学之道、通过“以藏会友”来交往苏州地方社会精英、通过“以藏固本”来参与地方事务，俨然成为苏州地方士林领袖。

由此，顾氏家族作为地方缙绅的社会身份得到进一步固化和延续，顾文彬之后，顾承、顾麟士、顾公柔等皆成为苏州地方社会

事务的主持人和重要参与人。

综上所述，通过对顾文彬家族从身份重塑、地理流动和社会融入的视角展开相应研究，来探讨江南士绅阶层在国家与地方

之间通过怎样的行为举措来谋求自身阶层的上升空间，继而增强新阶层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江南城市社会群体

结构变迁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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